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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２０１４年出台的环保约谈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地级市数据和重污染行业

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期 DID模型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验证环保约谈制度对污染排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不仅显著降低了约谈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工业废水排放以及雾霾污染,而且

促进了约谈地区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即环保约谈制度产生了强波特效应.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约谈制度

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环保约

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环保约谈制度比较敏感;环保约谈制度

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减趋

势.本文结论为更好地落实环保约谈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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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经济高增长是以环境高污染为代价.２０２０年中国生态

环境状态公报显示,全国仍然有１３５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从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环保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环境政策

在被执行过程中容易受到不同参与主体治理目标差异性的影响,同时环境执法效力在行政层级执行

中逐级递减,这导致了环境执法难[１][２].一方面,由于我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存在“重经

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做法[３].另一方面,在地方环保部门属地管理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屡见

不鲜.为此,中央不断强调环保部的权威,通过环保部对地方政府实行纵向环保监督[４].２０１４年５
月,环保部出台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该办法就具体环境问题约谈地区主要负责人,要求被

约谈地区在１５个工作日之内提交整改方案,并于半年之内完成整改.该办法增强了地方环境保护执

行力度,是环境治理政策的一项创新之举,环保部门通过给地方政府施加治理压力促使环境政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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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执行,实现了从传统的“督企”到“督政”的转变.近年来中央政府逐步认识到环境“垂直管理”的
重要性,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已开展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而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传统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５].那么,环保约谈制度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的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保约谈制度影响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验证环保约谈政策能否在我国产生“强波特效

应”,也能更好地评估环保约谈制度能否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现有环境规制的文献主要研究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

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而本文从环保约谈制度的视角,评估该政策的宏观治理效果和对微观重

污染企业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了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扩充了强波

特假说的研究成果.环保约谈制度通过改变重污染企业的治理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其

高质量发展.其次,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的协同,本文将环保约谈政策、环境

治理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丰富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并且提供了环保

垂直管理的经验证据,为后续推进环保约谈制度以及完善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最

后,本文分析了公众监督对环保约谈政策影响的调节效应,进一步说明了环保约谈政策的有效实

施需要公众监督.

二、文献综述

(一)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强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部分学者

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强波特效应的存在.刘和旺等通过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实证分析发现,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６].李

树和陈刚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显著提高了污染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７].任胜钢

等发现市场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中的“SO２排污权机制”产生了强波特效应[８].然而,另一部分学者认

为环境规制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由是:其一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和销

售等环节难度加大;其二企业的治污需求挤占了生产资源.Gray研究了美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实行

的环境管制政策,发现该政策使得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下降了０．１７到０．２８个百分点[９].Lanoie
等的研究也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造成的额外成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１０].

(二)环保约谈的相关研究

环保约谈制度是落实环保目标责任主体的一种表现,解决了地方环保政策执行不到位和地方保

护主义长期存在的问题.目前关于环保约谈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宏观治理效果的影响,而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关注较少.一些学者验证了环保约谈制度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如李强等运用长江

经济带的数据验证了治理污染的有效性[１].石庆玲等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发现环保约谈改善了空

气质量[４].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环保约谈制度对政府管理水平的影响.吴建祖和王蓉娟发现环保约谈

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２].而从环保约谈政策角度研究企业行为的文献相对较少.沈

洪涛和周艳坤发现了环保约谈的短期效应,得出环保约谈制度仅引起了企业的减产行为而并未增加

企业环保投资的结论[１１].
综上所述,现有学者对环保约谈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政府环境治理和企业环保投资等方面,较少学

者探究环保约谈制度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企业是环境政策的直接影响主体,研究环保约谈制度的

有效性以及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将能更好地识别环保约谈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此外,对环

保约谈制度的研究也缺乏公众参与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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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背景和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

我国的环境政策层出不穷,但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立法、轻执法、忽监

视”的现象有关.环保约谈制度自问世以来,被约谈地区官员更加注重解决环境问题,提高了政府环

境治理效率.一方面,地方官员被约谈后,其环保压力增大,从而增强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另一方

面,地区因环境问题被约谈后会引发多方关注,社会舆论和公民关注推动地方官员履行环保责任.环

保约谈制度可以强化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首先,由于地方政府掌握当地环境部门的人事资源,地
方环境部门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很难保证政策执行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现象.
其次,地方环保部门受上级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其执行效率易受影响.而环保约谈政策

的出台弥补了执法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约谈一般采用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等方式对地方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并在规定时间内督促整改到位.该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起到预警作用

的行政监督与行政问责机制.该举措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意识,对地方官员形成震慑作用,产
生逐渐向下的环保治理压力.例如有地级市书记在被约谈后,做出“保证不会被第二次约谈”和“亲自

分管环保工作”的承诺.环保约谈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类环境问题,例如空气质量、水污染以及群众反

映的突出的环境问题等.
(二)理论分析

环境政策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公众和企业.环保部门约谈地方主要负责人,地方官员为“避免

失职”而提升环境治理努力程度,推动地区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使得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

提升.地方官员受到环境治理压力后转向污染型企业进行施压.当污染型企业面临更高的环保治理

压力时,将影响企业的决策.一方面,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产生成本效应,企业不得不将用于生产和

创新的资金用于治理污染,对企业创新要素产生“挤占效应”[１２].当企业生产投入降低时,生产要素

投入和生产规模均偏离最优水平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１３].另一方面,面对更严格的环境规制,
企业加大末端治理投入,不仅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增加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使得企业产出水平

下降,创新能力减弱,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率[１４].因此,从短期来看,环保约谈制度将抑制约谈所在地

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而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
假设１a:环保约谈制度对约谈所在地企业产生“创新挤占”效应,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抵消环境规制成本,

提升企业竞争力[１５].环保约谈制度不断给政府官员施加环境治理压力,地方政府则加强地区环境规

制水平和环境执法力度.持续的环保压力倒逼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进而降低成本.企业不仅

通过技术升级和改造达到减排的目的,而且通过创新补偿实现了企业效率的提升,最终实现环境和经

济的“双赢”[１６].
假设１b:环保约谈制度对约谈所在地企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保约谈制度使得地区的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高,面对不断提高的环境治理压力,企业的治污压

力不断增大,迫使企业要么减产或者增加企业技术创新,要么实行末端治理或者生产过程清洁化[７].
显然,减产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保持竞争力的需要,而末端治理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企业在生产

端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增强.因此,企业面临的政府环境规制治理压力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

转型升级[１７].由此,重污染企业不断加强研发投入,淘汰落后工艺和技术,进行产品创新或者工艺创

新,提高企业竞争力并获得长期发展空间.
环保约谈制度增加了地方官员的执政压力,从而促使地方官员不断提升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进而

影响了企业的污染排放,而企业污染治理更多需要企业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才能实现[１８],故会对公司

内部治理也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改善公司内部委托代理关系,推动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趋

于一致[１９],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更注重公司的长期利益[２０].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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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缺乏正向激励,企业经营者决策存在短视行为,影响企业的长期价值.因此,在持续高环保治

理压力下,企业更倾向于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竞争力.公司治理结构会

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２２][２３].而对管理层实行激励机制是促使其承担

风险、增加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２１].管理层激励能缓解企业代理权和所有权分离带来的问题而使管

理者关注企业长期目标.典型的管理层激励机制主要是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激励机制下,企业管

理层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增强,管理者更注重企业长期核心竞争力[２４].因此,对管理层采取激励

机制将有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环保约谈制度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路径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
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监管,而且离不开公众监督.公众监督提升了公司违法行为曝光的概率,

对企业产生排污治理压力.公共舆论容易影响企业和管理层的声誉,舆论压力将推动管理层更加注

重公司经营模式,对企业管理者产生无形的激励与约束[２５].因此,舆论关注影响公司治理,促使企业

更加关注环保责任[２６],以减少处罚.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污染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形象会格

外重视企业环保工作,降低被监管处罚的风险,也推动企业加快技术转型和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对

于公共关注度较低的企业,其面对的外部约束相对较少,绿色转型的动力不足,因此,环保约谈制度对

于关注度较低企业的影响不明显.
假设３:公众关注度越高,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环保约谈制度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为检验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采

用多期DID模型进行分析,treat和time属于虚拟变量.被约谈城市所在地的上市公司被视为处理

组,其余为对照组,treati分别取１和０.timeit用于识别环保约谈的时间,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城市处

于被环保约谈发生当年及以后年度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模型(２)中的treati和timeit的交互项用于

识别政策效果,即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所以β１是本文主要关心的回归系数.若β１的估

计结果为正,则说明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反之说明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负

向影响.

TFPit(labor)＝β０＋β１treati∗timeit＋β２Xit＋rt＋ui＋εit (１)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将重污

染行业划定为煤炭、冶金、化工、石化等１６个行业[５].相对于清洁行业,重污染行业在面对环境规制

强度变化时,其政策敏感度较强,且重污染行业的技术转型对于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至关重要.考虑

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较大,本文选择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此外,本文删除了ST
和∗ST公司样本以及存在严重数据缺失的样本数据,最终得到４９７８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
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１％分位数的 Winsorize处理.城市和企业数据

分别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环保约谈城市数据来源于各地方政府网站.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借鉴相关文献[２７],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和企业劳动

生产率labor两个维度来刻画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 GMM 法、

OP法和LP法.GMM 法由于通过加入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而得到广泛运用,本文运

用 GMM 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为了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分别采用LP法和 OP法进

行做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员工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劳动生产率.
此外,参考经典文献,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Assets)、企业上市年

龄(Ssage)、人均固定资产(Pfassets)和资产负债率(Lev),其中,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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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龄用企业上市年限衡量.

五、实证结果

(一)环保约谈制度有效性检验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保约谈制度能否显著降低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主

要包括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本文选用工业SO２排放量以及雾霾衡量空气污染,选用工业废水排

放量衡量水污染.其中,工业SO２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删
除了部分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采取插值法补充缺失值,最终得到了２７０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其
中处理组城市有６６个,对照组城市有２０４个① .雾霾污染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衡量:第一种,我国

统计年鉴中公布了PM２．５的数值,但因公布数据较晚且仅公布了重点城市的雾霾污染指标而较

少应用于学术研究;第二种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全球PM２．５浓

度年均值的栅格数据,用 ArcGIS软件解析到省级层面或者城市层面,该数据因为数据真实而

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２８][２９],但该数据暂未更新到２０１８年;第三种采用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

分分析组网站提供的栅格数据,解析提取到地级市层面的PM２．５年度均值作为雾霾污染衡量

指标,该数据也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３０][３１],且该数据更新到２０１８年 ② .因此,本文主要采用

该数据衡量雾霾污染.treat和time属于虚拟变量,当某城市被约谈时treati取１,没被约谈时

treati取０.timeit用于识别环保约谈的时间,若某城市某个年份已经被约谈,则将timeit记为１;
若某城市某个年份未被约谈,则将timeit记为０.若α１＜０,则说明环保约谈政策降低了污染水

平,环保约谈政策有效.
此外,参考经典文献,控制变量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比重(FDI)、人均 GDP(Pgdp)、人均

GDP的平方(Pgdp２)、第二产业占比(Second)和财政收入占比(FD)等变量,同时参考范子英等的方

法[３２],通过构造以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环保约谈的政策效应,rt和ui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和地区固定效应.

Pollutionit＝α０＋α１treati∗timeit＋α２Xit＋rt＋ui＋εit (２)
表１报告了环保约谈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显示,环保约谈对工业SO２排放、雾

霾污染以及工业废水排放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环保约谈政策有助于降低以工业SO２排放和

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和以工业废水排放为代表的水污染.具体而言,环保约谈后,被约谈地区工业

　　　　　表１ 环保约谈对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工业SO２排放 PM２．５ 工业废水排放

time∗treat １．７０９４∗∗∗ １．７０５４∗ ０．０７２３∗

(０．４５６４) (１．０１０１) (０．０４３３)
Lnpgdp １８．６０５２∗∗∗ ０．５３４６ ２．２９２８∗∗

(５．６９３３) (１１．１２９２) (１．０８８５)
Lnpgdp２ ０．７９０３∗∗∗ ０．４０１４ ０．１０６７∗∗

(０．２５４９) (０．５０４６) (０．０５１６)
Second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０３５)
FDI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６７２) (０．１４６３) (０．００８３)
FD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６６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５) (０．１４３２) (０．０１０４)
Constant １０１．６００５∗∗∗ ９８．２２１６ １１．３７６１∗∗

(３０．９４９４) (６０．３４６７) (５．６７５９)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２５３３ ２６２２ ２５３７
RＧsquared ０．４５５ ０．６３０ ０．１５１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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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２排放量比非约谈地区低１．７９０４万吨.被约谈地区的空气质量比非约谈地区更优,年平均值降低

１．７０５４ug/m３,被约谈地区的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较非约谈地区下降７２３亿吨.这说明环保部门通过

对地方领导采用约谈的形式施加压力,使地区环境规制显著增强,从而使被约谈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

显著降低.整体而言,环保约谈政策显著提升了被约谈地区的环境质量.因此,环保约谈政策有效.
从回归结果来看,地区层面的“环境避难所效应”并不存在,当以工业SO２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符合“倒 U”型假说.

(二)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１．动态效应分析

DID模型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和对照组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环保约谈开始前,处理组

和对照组的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本文主要参考Beck等(２０１０)的文献[３３],采用事件分析法验证环

保约谈政策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将环保约谈时间改为各年份时间虚拟变量进行估计,year为年

度虚拟变量,当年取值为１,其他年份取值为０.本文定义７个年份虚拟变量before３~before１、curＧ
rent、after１~after３,分别代表环保约谈前３年、前２年、前１年、当年、１年后、２年后、３年后,同时通

过β１的正负号及显著性判断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

TFPit(labor)＝β０＋β１Σ２０１７
j＝２０１１treati∗yearj＋β２Xit＋rt＋ui＋εit (３)

图１绘制了９０％置信区间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环保约谈前(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估计系数均不

显著,表明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同时,动态效应显示,环保约谈后,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逐步增大,表明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增强,
政策具有长期有效性.此外,环保约谈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环保约谈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第一年后才会出现,滞后的原因可能是企业进行产品和工

艺创新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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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图

　　２．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２报告了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型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环保

约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环保约谈制

度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假设１b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环保约谈制度使得地方官员环境

治理压力提升,地方政府迫于执政压力增强了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治污成本和

生产成本,倒逼重污染企业加强研发和创新,产生的创新效应弥补了治污成本,故环保约谈制度提高

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即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

言,环保约谈制度使得被约谈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０．０７５６％.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

果显示,资产负债率和人均固定资产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企业规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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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环保约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TFP TFP labor labor

time∗treat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７５６∗∗ ３２．１３３５∗∗ ２９．１５３１∗∗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５９) (１５．２３１５) (１３．９６７１)

Lev ０．５５１７∗∗∗ ４６．１１２０∗∗∗

(０．０９７２) (１４．５６４９)

Pfassets ０．００１５∗∗∗ １．０３８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１２２１)

LnAssets ０．１３７２∗∗∗ ４．３２２５

(０．０３５７) (６．０６５２)

Ssage ０．１４３０ ５６．３２４４

(０．１１７３) (４１．３０９０)

Constant ３．４００２∗∗∗ １．５５５３ ８４．１４８９∗∗∗ ２８２．０３９２

(０．０２１５) (０．９９７０) (５．０９９８) (２６７．９４１０)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RＧsquared ０．１３５ ０．１９９ ０．０８９ ０．２５２

　　(三)稳健性检验

１．PSMＧDID检验

为了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带来的估计误差,同时也为了克服被约谈城市企业和非环保约谈城市

企业的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PSMＧDID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从非约谈城市企业选择一个

与被约谈城市企业最为接近的实验样本.本文主要采用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两种方法进行估计,选
择 TFP或者labor为结果变量,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人均净资产和企业上市年龄为匹配变量.
两种方法在匹配后的变量中,所有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均不超过１０％,且大多数变量的t值

不显著,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非常接近,符合可比性要求.回归结果显示,time∗treat的交互项系数

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采用近邻匹配还是采用半径匹配,环保约谈制度均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表３ PSMＧDID估计结果

TFP TFP labor labor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time∗treat ０．０７７２∗∗ ０．０７６８∗∗ ２９．１４０２∗∗ ２９．０５７０∗∗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３６１) (１３．９４３５) (１３．９４２１)

Constant １．４８０３ １．４６３１ ２８６．８２６１ ２８７．５５２６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９７２) (２６６．６６１９) (２６６．６７２７)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４９７０ ４９７３ ４９７０ ４９７３

RＧsquared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５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４

　　２．替换被解释变量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除了 GMM 法,还有LP法和 OP法,本文采用 OP法和LP法两种方

法做稳健性分析.其中,采用 LP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选择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变

量,选择员工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中间品投入量选择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现金.借鉴赵健宇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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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３４],OP法中的投资采用资本性支出的自然对数度量.表４第(１)列和第(２)列汇报了回归结果,
双重差分项time∗treat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被解释变量无论是采用 OP法测算还是LP法

测算,环保约谈对其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本文结论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OP_TFP LP_TFP 剔除其他政策 删除直辖市 政策提前两年 政策提前三年

time∗treat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３６１)

Constant ０．５９９７ １．１８２１ １．５５２２ ２．４２３４∗ １．５６６３ １．５６２０

(１．０４３１) (１．００６６) (０．９９７７) (１．３００６) (０．９９６７) (０．９９６９)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４３６９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RＧsquared ０．４３６ ０．４２９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８

　　３．剔除直辖市

由于直辖市与普通地级市在资源禀赋和行政级别方面存在较大差距[３５],本文在全样本的基础

上,剔除直辖市以估计环保约谈对普通地级市的影响.表４的结果显示,双重差分项的系数及显著性

与主回归保持一致,证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即剔除直辖市后,环保约谈制度依旧促进了企业高质量

发展.

４．剔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为了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部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对全国３１个省份进行五批次环保督察

行动.考虑到该政策也可能会影响企业行为而造成上文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

中央环保督察政策.表４第(３)列汇报了回归结果,核心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剔除其他政策影

响后,环保约谈制度仍然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表明基准结果稳健.

５．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是否稳健,借鉴徐思等的研究[３６],通过构造伪政策时间来检验,假设环保约谈

政策提前两年或者三年实施,重新估计政策影响.表４中第(５)列和第(６)列汇报了研究结果,伪政策

回归中的双重差分系数不再显著,即环保约谈政策提前后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本

文基本结论依旧成立.

六、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知,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约谈所在地企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其中的机制是什么? 下

面主要从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验证环保约谈如何引致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选择研发投入

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作为企业技术创新(R&D)的代理变量.同时本文选择管理层薪酬激励和股权激

励两个指标衡量企业治理结构(gov),分别采用高管前三名薪资(lnThree)和管理层持股数量

(lnMngmhldn)度量.将环保约谈双重差分项与技术创新(治理结构)进行回归,若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则证明环保约谈促进了技术创新提升(治理结构优化).本文的机制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R&Dit(gov)＝β０＋β１treati∗timeit＋β２Xit＋rt＋ui＋εit (４)
表５报告了回归结果,表５第(１)列倍差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保约谈提高了企业研发强

度,从而环保约谈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得到验证.表５第(２)列至第(３)
列汇报了优化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第(２)列和第(３)列的回归系数表明,环保约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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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管薪资和管理层持股数.环保约谈制度对管理层产生了正向激励,推动企业管理层更加注重

企业的长期利益和社会责任,即环保约谈制度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
假设２得到验证.

　表５ 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的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R&D
(２)

lnThree
(３)

lnMngmhldn

time∗treat ０．００２０∗∗ ０．４２４７∗∗∗ ０．３８４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４４９) (０．１９２８)

Constant ０．００６３ １２．０４６９∗∗∗ １５．４０８７∗∗∗

(０．００５４) (０．２８９１) (０．２７９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４０５１ ４９０７ ３７７５

RＧsquared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３ ０．０１８

　　(二)公众监督效应检验

面对强有力的公众监督,高污染企业将面对更严格的外部约束,同时加快绿色转型和提高治

理水平,将更有利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网络搜索指数衡量上市公司的公众

关注度,该数据以各种网络搜索指数为基础,综合新闻舆情等信息,用于反映网民情绪、公司搜索

热度等行为,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本文首先将各企业日搜索指数汇总后得到年搜索指数,再
以各年度样本企业的网络搜索指数的中值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低舆论关注度和高舆论关注度两组.
由于CNRDS数据库中的企业搜索指数开始于２０１１年,所以,公众监督效应检验的样本期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

表６汇报了公众监督效应的回归结果.对于高舆论关注的企业,交乘项time∗treat的系数至少

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于低舆论关注的企业,交乘项time∗treat的系数不显著.该结果表

明,环保约谈制度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企业的影响更大,公众关注推动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假设

３得到验证.
　表６ 公众监督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低舆论关注

TFP

(２)
高舆论关注

TFP

(３)
低舆论关注

labor

(４)
高舆论关注

labor

time∗treat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１∗∗ ７．１２８ ２７．５０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１３．０００) (１５．０５３)

Constant ０．１０４ ０．８７０ ４５７．７１８ ３３６．８９５

(１．２６５) (１．４９１) (３０４．９９２) (２７１．８８３)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１８８９ ２２５９ １８８９ ２２５９

RＧsquared ０．２３４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１ ０．２３８

　　(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尽管本文已经讨论了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但是环保约谈制度对不同企

业类型和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仍需进一步探究.首先,资金的可得性对于企业

技术创新而言很关键,融资约束的大小也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１６].本文借鉴刘莉亚等的研究[３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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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指数大小判断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SA 指数＝ ０．７３７SIZE＋０．０４３SIZE２ ０．０４
AGE,其中SIZE和 AGE分别代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以及企业上市年限,SA 指数绝对值越大,说明

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同时根据SA大小将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下和以上的企业分别定义为低

融资约束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其次,在面对较高的环境约束时,不同类型企业的行为有所差异,
对其经营活动产生不同影响.于是,本文还根据企业性质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表７报告了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７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融资约束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３) (４)

企业性质

国企 民企

time∗treat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８４９∗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４９９)

Constant ０．４５４４ ０．５５３３ ４．０８５９∗∗ ０．４０５７

(１．３３５５) (１．３１２５) (１．８４６１) (１．０９３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２４８９ ２４８９ １８８７ ３０２４

RＧsquared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９ ０．２３３ ０．１９０

　　从融资约束来看,环保约谈制度主要提高了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非低融资约束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原因是,融资约束会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当环

保压力不断增大时,重污染企业不断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研发效率,较短时间内产生较大效应,提升了

全要素生产率.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环保约谈制度的“倒逼效应”不能立竿见影,其对新产品的开

发以及工艺创新的动力不足,由于创新可能存在一定风险性,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仅增加了企业成本,
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企业类型来看,环保约谈制度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较大,而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

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国有企业中较大部分为传统行业,生产和经营较为稳定,其研发和创新容

易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１６];另一方面,面临环境规制约束时,因其政治势力,国有企业向清洁

产品转化的积极性较弱[３８].尽管国有企业更注重社会责任,会不断增加企业的环保要素投入,但其

转化效率较低,短期内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较有限.
(四)分位数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在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环保约谈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

的异质性,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表８分别给出了五个分位点的回归

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分位点上,time∗trea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估计系数在１０分位点、２５
分位点和５０分位点上显著,但随着分位点的逐渐提高,time∗treat的估计系数变小且不显著.这表

　表８ 企业TFP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Q１０ Q２５ Q５０ Q７５ Q９０

time∗treat ０．１１０７∗∗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５９６)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注:Q１０、Q２５、Q５０、Q７５和 Q９０为５个代表性分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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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环保约谈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促进效应呈现边际递减

趋势.环保约谈对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影响较为显著,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环保约谈政策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规制手段能否实现“降污”和“提
效”双赢的目标,是我国环境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环保约谈政策解决了我

国长期以来环境政策执行力不足等问题.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保约谈政策对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上市公司重污染行业的数据与中国城市数据匹配的

面板数据,采用DID、PSMＧDID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环保约谈制度对重污染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及其影响机制.此外,从融资约束和企业性质两个角度分析了环保约谈制度的异质性影响,并运用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环保约谈政策对不同分位点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
第一,环保约谈制度能够促进城市污染减排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即环保约谈制度产生了“强波特效

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旧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约谈制度通过技术创新

效应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环保约谈制度对于高舆论关注的企业更有效.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约谈制度对民营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大.环

保约谈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研究启示:第一,有效推动环保约谈制度常态化建设.长期

以来,由于经济增长目标,官员在招商引资和GDP锦标赛的激励下,吸引和建设了不少传统重污染企

业.环保约谈制度推动地方政府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和增强环保责任意识,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环境规

制的不足之处.第二,通过公众监督和媒体参与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公众和媒体的参与使

得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压力增长、动力增强,在媒体曝光和公众监督的社会压力下,地方保护主义行

为可以有效缓解.环保约谈后,公众和媒体对地方环保问题的执行有了更多的监督权,有利于推动污

染问题合理解决.而公众监督也能有效推动污染企业加速转型.第三,政府应鼓励企业树立长期绿

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创新发展作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自身转型发展;同时,政府也应加大

创新补贴力度,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注释:

①若约谈地为地级市所在区或者县级市,本文将该地级市视为实验组.这是因为地级市所在区或者所管辖的县被约谈,地级市
主要领导也感受到了环境治理压力,会提升地区环境管制水平.

②感谢上海大学邹伟勇在处理数据时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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